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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明代重庆教育 

李良品1 彭规荣 

明代，是重庆地区在整个科举时代教育最发达的一个朝代。这一时期，学校类型最齐全，科举考试中，进士数最多。明代

重庆“伟人才士接踵辈出”的发展动因在于:封建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;地方官吏的大力倡导;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;重教勤学的

历史传统;迁客骚人的文化影响;以及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。这些事实表明，科举制度下的重庆教育的发展，不仅受制于当时的

政治，而且也与当地的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。 

 

一、学校教育勃兴 

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朝代，也是重庆教育勃兴的时期，当时重庆地区的学校有以下几类。 

地方官学。按其性质划分，地方官学有儒学和社学两种。明太祖朱元璋早在立国之初，就深刻地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治理

国家的重要作用，并将发展教育事业置于十分显著的地位。于是，全国各府、州、县便纷纷设立学校，府学设教授 1人，训导 4

人;州学设学正 1 人，训导 3 人;县学设教谕 l 人，训导 2 人。生员的名额规定为:府学 40 人，州学 30 人，县学 20 人。洪武二

十八年(1395 年)，朱元璋下令“诸土司皆立县学”，强令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。(明成祖)永乐六年(1408 年)夏四月，甲辰，

设四川重庆卫酉阳宣抚司儒学。由是，重庆地区的官学(即儒学)勃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明朝重庆范围内的儒学计有 30 处。其名

称如下:重庆府儒学、夔州府儒学、巴县儒学、长寿县儒学、永川县儒学、壁山县儒学、荣昌县儒学、大足县儒学、茶江县儒学、

南川县儒学、黔江县儒学、合州儒学、铜梁县儒学、忠州儒学、丰都县儒学、垫江县儒学、涪州儒学、彭水县儒学、酉阳司儒

学、奉节县儒学、大宁县儒学、巫山县儒学、云阳县儒学、梁山县儒学、大昌县儒学、万县儒学、开县儒学、秀山县儒学、安

居县儒学、江津县儒学。在重庆所有州县中，除大足、撞南、石柱三县未设儒学外，其余各州县均已设置。洪武八年(1375 年)，

朱元璋因“乡社之民未睹教化”，于是又“诏天下立社学”，“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”。由此，重庆地区从府、州、县到广大乡村，

均建立起学校教育网络。明代地方儒学，在教学上，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设科教习。除研习经史外，礼律合为一科，乐

射合为一科，儒家的四书五经是生员的主要课程。校方规定，每日“侵晨，学经史、学律;饭后学书、学礼、学乐、学算;哺后

学射，有余力，或习为诏、诰、表、碑、版、传、记之属”。生员在校必须遵守《学校卧碑禁例》，严加考课。考选的优秀生，

进贡国子监，称贡生。其他人考中举人、进士后，即能入仕为官。地方社学相当于今天的乡村小学，按当时规定:”民间幼童十

五以下者”，可“送入读书”，既不参加入学考试，也无招生数额限制。全祖望在《结琦亭集外编·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》中说:

“乡里则三十五家皆置一学，愿读书者尽预焉。又谓之社学，盖即党岸、术序之遗也。„„一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，择一有学

行者以教之，在子弟称为师训，在官府称为秀才。其教之也，以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文》为首，继以经史历算之属，守令亦稽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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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统弟子之数，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，三年大比，行省拔其秀才之优者贡之朝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明代的社学实质上是州、县

儒学的预备学校。 

地方书院。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。由于明朝统治者规定“科举必由学校”，“学校则储

才以应科目者”，士人为获取功名利禄，纷纷趋向官学教育，书院受到冷落。纵观明代书院，其发展经历了沉寂-勃兴-禁毁的曲

折过程。重庆地区书院的发展与全国基本相同，在宋代创建 11 所、元代创建 l所的基础上，明代有一定的发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

当时重庆地区计有书院 20 所。它们是重庆府的凝道书院和来凤书院，巴县的云霞书院和来凤书院，江津县的栖清书院和梅溪书

院，长寿县的凤山书院和香泉书院，合州的合宗书院，茶江县的文明书院，铜梁县的岳鹿书院，武隆县的白云书院，丰都县的

平山书院和凌云书院，涪州的北岩书院，定远县的印山书院，忠州的集贤书院，夔州府的夔龙书院、少陵书院和仰高书院，开

县的三贤书院。 

私学。私学因其体制和经费来源渠道不同，而又名私塾和义学。私人设学叫私塾，与义学同为蒙学，专门招收 5岁至 16 岁

的儿童入学。私垫一般有散馆和专馆之分，散馆乃是明代重庆私塾的一般形式。义学是一种集体办学性质的基础教育，在明代

私塾几乎遍及重庆城乡。 

由于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办学，各府、州、县的儒学、书院、私塾均有长足的发展。正如《明史·选举志》所云:“盖无地

而不设之学，无人而不纳之教。摩声序音，重规叠矩，无间于下邑荒徽，山随海涯。此明代学校之盛，唐宋以来所不及也。”此

时的重庆与全国一样，学校教育高度发达，到处出现了“家有弦诵之声，人有青云之志”的良好社会风气。 

二、科举才士辈出 

明朝统治者广设地方学校，其目的在于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人才;而学校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明朝政府的官员，还必须经过

人才的选拔。明朝选拔人才的制度除了荐举之外，主要的方法是通过科举考试。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从政人才，而明太祖

在诏书中明白宣示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，非科举者毋得与官。这就密切了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:“学校以教育之，科目以登

进之”;“科举必由学校”。由此可见，只有接受学校教育并取得出身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，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

了参加科举考试。这样，科举以学校教育为基础，学校以科举考试为目的。两者紧密结合，共同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。在这

种制度的驱动下，重庆地区的读书人拼命追逐，趋之若鹜，纷纷应考。有明一代.重庆人才辈出.进士数量为宋、清两代所不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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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表中可见，明代重庆地区科举考试中贤良迭出，人才济济。特别是进士数量，几乎占明代四川全省 1368 名中的三分之

一，在当时拥有进士人数前 15 名的州县中占 6名。前 15 名依次为:巴县(111 人)、内江县(107 人)、富顺县(100 人)、南充县(76

人)、沪州(54 人)、成都县(107 人)、合州(47 人)、宜宾县(46 人)、铜梁县(38 人)、江津县(36 人)、涪州(34 人)、长寿县(34

人)、华阳县(29 人)、遂宁县(26 人)、嘉定州(26 人)。巴县，在宋代只出过 5 个进士，处于当时四川拥有进士数州县的落后位

置上，而在明代一跃成为四川拥有进士数第 1位的州县，其发展速度之快，令人吃惊。 

明代重庆科举取士数量的多寡，反映出当时重庆教育的几个特点一是整体较落后。虽然明代考中的进士数及其比例均为唐

宋元清所不及，但其比例仅占全国的 18%，重庆教育的地位在全国仍十分低下，呈现出整体落后的态势。二是区域差异大。明代

重庆府所辖州县居于教育发达地区。统计数字显示:重庆府占 442 名进士中的 391 名，占 1903 名举人中的 1530 名。夔州府所辖

州县属次发达地区;酉阳土司与石柱土司所辖的五县属教育落后地区。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不发达。从统计表中可见，当时川

东南五个少数民族聚居司县，在明朝 277 年中居然中进士数为零，举人仅有 12 名，秀山县一个都没有，石柱司也仅是零的突破，

这一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思。虽然永乐六年(1408)酉阳设立宣抚司学，但那毕竟是土司官及其子弟的学校，其他人无法就读。同

时，“邵志秀山虽设为县，尚未立学，统入于州”。秀山县于“(清)乾隆五十九年(1720)”才“设专学”;而石硅“土司时厅地属

夔州府，故学亦隶夔州府学„„而试期赴夔，水程八百里，滩险路遥，诸生苦之„„(清乾隆)四十四年(1779 年)分学后改赴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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棚考试„„”。同时，有明一代，这五县之中书院尚未创设，教育落后必然导致科举人才罕见。 

值得欣慰的是，重庆通过科举一途也产生了众多才华出众、品学超群的杰出人物。如吏部尚书䞿义、翰林院编修江渊、廉

吏御史牟俸、翰林学士江朝宗、文学家贾元、贤良忠臣夏邦漠、著名哲学家邹智、易学大师来知德;在朝担任御史及尚书以上职

务者有李实、喻茂坚、张佳溉、王应熊、喻思询、程源等数十位。明代重庆呈现出“家弦户诵，甲科炳焕”的状况。 

三、教育与科举发展动因的历史考察 

明朝重庆“科名雀起，人文蔚盛”，中举 1900 余人及荣登礼部州 440 余名、“文章功德彪炳人寰”，何也? 

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。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教育。有教育史专家认为:明初教育事业的发展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

个朝代。朱元璋一面重视兴办学校，一面急于开科取士。洪武三年(1370)，他下诏日:“自今年八月始，特设科举，务取经明行

修、博通古今、名实相称者。联将亲策于廷，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。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，非科举者毋得与官。”明太祖“科

举必由学校”之文教政策，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。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兴旺，人才培养的多少与优劣，与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否

关系密切。 

地方官吏的大力倡导。由于科举考中人数的多少是衡量地方官政绩好坏的一种标志，所以各级地方官都非常重视办学。明

朝在重庆地区的诸多为官者之所以能声名烈烈，功德巍巍，是因为他们在大兴学校、大办教育方面有许多善举。今从《四川教

育史稿》及《涪陵市志》中抄录诸例:明太祖洪武八年(1375 年)知县田子真重修巴县儒学;明太祖洪武八年(1375 年)知州赵友能

重建合州儒学;明洪武四年(1371 年)知府盛南金重建夔州府儒学;明洪武七年(1374 年)知县郑凯重建巫山县儒学;明洪武十二年

(1379 年)知县桂仲权于元代旧学址重建万县儒学;明永乐十一年(1413 年)，沈定为涪州知州，兴学校，课农桑;明万历二十二年

(巧 94 年)，知州陈大道始创修学宫。他们对明代重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 

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。唐宋时代的西汉水(即嘉陵江)是潜转茶马、川米、布帛的重要潜道，合州为潜运转船之地，控扼整

个四川的潜运，为“巴蜀要津”。有所谓“人生其间，多秀异而嘉，以诗书自乐”之称，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当时的渝州。有宋一

代，合州考中进士 103 人，渝州仅 5人，合州为渝州的 20 倍多。明代，随着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，长江成为传输

川米、马钢、蜀麻、蜀布、吴盐的重要水路，重庆经济地位迅速提升。它不仅成为几条潜运通道的汇合点，形成“二江商贩，

舟揖傍午”的繁荣景象，而且北方和川西的众多大族流寓于此，人口发展加快，人口密度增大，“兴学养士”之风形成。巴县出

现了“有明三百年邑中膺乡荐者四百余人，登礼部者百余人”的“人文蔚盛”的可喜局面。明代，夔州府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，

教育发展十分迅猛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宋代夔州府仅出进士 21 人，而明代涌现进士 29 人，举人 194 人、五贡 1018 人。在这片地

僻民贫的土地上，英才辈出，其政治经济重心转移的作用不可低估。 

重教勤学的历史传统。重庆地区办学的历史悠久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汉景帝时，文翁为蜀郡守，遣张叔、司马相如诣京

师受业，还教乡里，巴郡亦立文学。”又据徐中粹《夔州府重建州学记》载:“夔州府学建于宋庆历兴学时期(1004 年)。”《四川

通志》云:“夔州西南之陋，当天下学者盒然响劝之时，此邦之人，尚不识书生。庆历诏郡县立学„„于是人渐知读书”。到治

平三年(1066 年)时，夔州“郡之人喜闻乐从，奔走入学，惟恐后时„„四远之人，执业而就学者，交足在境”。明代时，绝大多

数州县均立儒学、书院，私塾更是遍布城乡。重教勤学的传统，使重庆地区“少文学”的面貌得以改变，使“士愿而好学”习

俗得以传承与发扬。重庆籍人创办书院不乏其例。弘治初年(1488 年)丰都县人杨孟瑛创建平山书院;弘治十二年(1499 年)户部

给事中刘秋佩辞官回乡后在武隆县高埂白云关佛寺创办白云书院。至于明代自行设馆，招收学童之私塾师，更是不胜枚举。他

们对重庆人“向学”风气的形成、教育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功不可灭。 

迁客骚人的文化影响。唐宋时期，封建统治者视重庆地区为边睡蛮荒之地。因此，渝州、涪州、黔州、忠州、夔州等地均

是朝官贬谪、流放之所。这一时期，大量的文人骚客或为官于此，或滞留于此，或流寓于此，从而对重庆教育产生深刻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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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唐代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元植、刘禹锡、李商隐，宋代大诗人苏询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陆游、范成大、王十朋

等，他们都曾到过重庆。面对重庆地区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，他们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，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，这为

后来明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宋代一些理学大师相继在临重庆地区，或创办学校，或聚徒讲学，使后学辈出，代代

相袭，为明代重庆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

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。这里的交通条件包括软条件和硬条件。软条件如宋、元之后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，改变了长江

川江段的交通地位。硬件条件如元代开通了四川释道的东大道，有利于重庆 11 个州县经济的发展。众所周知，发达的交通必然

促进经济的繁荣，而经济的繁荣也必然要促进教育的迅速发展，也为文化发展和名人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。重庆历来占“控两

江之会，漕二川之粟”之地利，重要的交通地位及发达的交通运输促进了商贸的发展，明代的重庆已是“商贾云集，百物萃聚„„

水牵运转，万里贸迁”。有明一代的科举进士数由宋代的 5人猛增至 111 人，居全川之首，这绝非偶然。涪州依托其“会川蜀之

众汇，控瞿塘之上流”的特殊地理环境，交通发达，商贸繁荣，为明代川东经济中心。涪州“文风齐两蜀”、“文治蒸蒸，比于

齐鲁”。科举场上英才辈出，累计达 300 余人。处在四川释道东路一线上的各州县，其中进士数也远超邻近的州县。如荣昌 15

人、永川 16 人、璧山 2 人、巴县 111 人、长寿 34 人、垫江 9 人、梁山 7 人、万县 5 人、云阳 3 人、奉节 6 人、巫山 5 人，共

计 213 人，几乎占重庆 31 个州县进士总数的一半。 

无可否认，科举制度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，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。然而，笔者对以上众多的事实进行理性的

分析及历史的考察后认为:明朝重庆科举考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，不仅受制于当时科举考试的实施与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，还

与重庆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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